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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解释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如何产生时，大多数研究都是

在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内寻找原因。而且，既然危机通常是从某一个特定国

家开始爆发，继而通过金融链条或者产业链条波及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可以宣称危机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但是，无

论是从经济史还是从本次危机的现实来看，危机所施加的影响，在不同的国

家、地区、产业、企业往往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应该说，即便危机是来

自外部的冲击，但受危机冲击的大小总是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

式、特定产业所处的地位、企业选择的技术结构和经营方式有关。就这一点

来说，我们需要跳出货币和信用结构的框架，而从实体经济和产业结构考察

危机中发展机遇的理论，而熊彼特是少数不从金融角度解释危机的经济学家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９０）。

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是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时遭受的出口冲

击，以及自身所显示出的结构问题，所显示出的经济下滑和就业冲击。全球

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因地区、产业和企业而不同的观察，与熊彼特

的判断是相吻合的 （Ｃａｉ，２００９）。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平滑的

过程，而是一个跳跃式、伴随上升与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是内

生于经济发展中的。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是由企业创造新消费品、新生

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以及新产业组织的形式等一系列创新活动所推

动的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２００７）。但是这样的创新，并不是按照等距离的时间间

隔发生的，而是成群成批地蜂拥而至。通过创新首先形成一批与老企业并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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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驱的新企业，后者进而以竞争的方式试图消灭老企业，并造成诸多发展条

件的改变，需要特殊的并且常常表现为经济周期的适应过程，从而构成了所

谓的 “创造性毁灭”。在最早创新的企业获得成功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新

企业起而模仿，把整个经济推入繁荣期。由于后起的创新企业越来越不具备

创新的条件，以及老企业以守旧的方式所进行的竞争，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

随后的萧条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９０：第六章）。

与此同时，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遭遇就业冲击的大小，以及经

济开始复苏时就业能否相应复苏，也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方式、经济

结构以及应对危机的经济手段相关。在危机后的恢复和增长过程中，如果

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当，很容易出现 “无就业复苏”现象①。针对美国自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之后，在经济衰退之后的复苏过程中，反复出现 “无就业经

济复苏”，迄今为止，经济学家的解释大都与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和产业做出

的调整有关。在衰退时期，企业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必须作出努力以提

高竞争力，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比往常更加剧烈。第一，为了降低生产

成本，企业往往通过使用机器人等自动化装备，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过

快，即生产同样产出对应的工人人数减少，造成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下

降；第二，为了保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加快向海外转移，一方面，产业结构更加资本密集化，减少了对劳动力的

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要求，劳动

者据此进行调整的时间增加，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结

构性失业。

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关联，一些导致 “无就业复苏”的因素

已经潜藏在经济复苏的进程之中。由于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的若干年中，中

国外向型制造业已经遭遇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升的情况 （Ｃａｉ，

２００８），而中国实体经济在这次危机中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也恰恰是沿海

地区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外向型企业，因此，如果从表面现象判断的话，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可能会按照简单化的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雁阵模型的预期，

转移到显示性劳动力成本更加便宜的亚洲邻国。但是，如果我们将一个复杂

的雁阵理论———从该理论范式所包含的全面内容出发，同时结合熊彼特创造

性毁灭理论———应用到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特征分析中，可以得出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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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经济衰退结束时的就业总量为基准，直到就业总量超过那时的水平截止，这个时段就是

所谓 “无就业经济复苏”期。



型产业比较优势可以得到保持的结论。

雁阵理论经历过不同的形成和完善阶段，主要由于赤松 （Ａｋａｍａｔｓｕ，

１９６２）、大来 （Ｏｋｉｔａ，１９８５）、Ｖｅｒｎｏｎ（１９６６）和小岛 （Ｋｏｊｉｍａ，２０００）等人

的贡献，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理论解释。① 这个模

型起初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完成一

个 “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以后则被广泛用来解释和

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沿海省

份。然而，在该范式的扩展版本中，首先，这个模型继续保存了随着不同国

家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本意；其

次，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是与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决定的 （Ｖｅｒｎｏｎ，

１９６６），从而隐含着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相关性；再次，解释范围被扩大

到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即该投资活动也遵循相同的逻辑在国家之间进行

（Ｋｏｊｉｍａ，２０００）；最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

产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被认为是具有飞雁式的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 （Ｏｋｉｔａ，

１９８５）。

飞雁式的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即随着一个国家人

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在产业结构上形成相应的

重新配置，例如，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但

是，比较优势变化路径从而雁阵模式的显现，在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之间会

产生不同的特征。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小国经济的特点在于其资源禀赋结构

从而产业结构的同质性，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经济整体就会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而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进入到新的发

展阶段情况下，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仍然处在原来的发展阶段。因此，小国雁

阵模式往往是指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而大国雁阵模式则表现

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内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种产业结构的区域变化，还应该与经济周期规

律的理解相结合。按照熊彼特的分析，经济周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创造

性毁灭过程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新的经济增

长方式替代过时的经济增长方式，新技术替代旧的技术，新的产业结构形

成，生产率提高在增长中贡献明显。可见，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危机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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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雁阵模式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分析运用的简要历史，请参见 Ｋｏｊｉｍａ（２０００）的详细综述。



免的副产品，而产业的区域转移的加快则孕育在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中。鉴于

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我们可以预期中西部地区 （或者广义地说

那些以往不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地区）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以更

快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和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延续。

本文的以下部分将按照这样的结构进行安排，即第二部分描述和概括中

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区域特征；第三部分通过计算分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贡献率，揭示新兴地区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可行性；第四部分分地

区计算制造业的真实劳动力成本，探讨中西部地区接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

会；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同时回应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力

方面的疑问，概括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

二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区域特征

在中国保持长达 ３０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具有突出的地区发展特点。

在很长时间里，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海地区推动的。在劳动力丰

富从而具有显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东部沿海地区利用本

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便利，以及中西部地区迁移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取得

了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除了沿海地区整体保持高速发展之外，中西部地区

也逐渐加快了赶超的速度，整体中国经济形成了以 ＧＤＰ增长率为主要表现

的良好绩效。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有些与特定的

发展阶段相关，有些则是体制因素所造成的。

首先，由于中国长期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特征，充足的劳动

力固然为高速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从而

打破了 “扬—克鲁格曼诅咒”①。但是也形成并维系了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

投入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

和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 （Ｃａｉ，２００８）。这在经济增长的需

求拉动因素上的表现，是过分依赖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居民消费需求对增

长的拉动效果相对微弱；在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上的表现，则是政府和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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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２）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曾经对东亚经济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表示怀

疑，因为他们注意到这些经济在当时过分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微

乎其微。



得过高，居民分配份额偏小。

其次，中国在改革期间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区域差异性，造成了一种路

径依赖后果。通过实施沿海率先发展的地区发展战略，形成既有的区域发

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甚至扭曲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并且使地区

产业结构的选择和形成，并不与比较优势相一致。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

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介入程度过深，不仅人为压低土地等资源价格，雄心

勃勃地规划地区产业结构，而且常常还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项目谈判和

引投资等活动。由于政府与地区经济活动关系过于密切，而且在财政上对

某些成规模的产业和大型企业有依赖性，以致政策被某些产业和企业的既

得利益所俘获，一系列补贴、优惠、垄断地位及至其他保护和制度租金

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产业和企业，甚至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迟迟不能得

到矫正，企业无法正确地判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变化，以至于期望

的创新活动为寻租所代替，产业升级被延迟，过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积重

难返。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逻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该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

程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９０：第六章）。然而，由于前述原因，中国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缺乏足够的动力主动地进行创造性毁灭，或者说没有能力承受这

种 “毁灭”，使得这种转变迟迟不能主动进行。此外，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

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地区具有十分不同的资源禀赋特征，特别是由于

财政分权和分享制度改革形成的地区间竞争性发展特点 （Ｊｉｎ等，２００５），向

更具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技术构成

的提高为具体表现形式，只能通过另一些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进行。也就是

说，后起地区以 “蛙跳式”的发展，直接进入更高一级的产业结构，以替

代早期发展地区在产业攀升上的艰难跋涉。这样的产业结构升级，由于伴随

着技术创新中的潮涌现象 （Ｌｉｎ，２００７），容易违背或超前于比较优势的动态

变化。

我们以图１来说明这个特殊的产业升级方式。从前述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角度，更具体地说，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产

业升级的时间性阶段，分别表现为相继形成的三个制造业发展区域。① 珠江

三角洲地区以来料加工的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该地区资源禀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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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这里把产业结构升级看做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表现，但是，并不意味着现实中

的结构升级一定是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趋势性或规律性的要求。



发生变化后却升级缓慢，以致更高级的产业结构直接形成于后起的长江三

角洲地区，后者一起步就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或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主。而在这个区域仍在发展的同时，第三轮即以装备业为主的资本密集

程度更高的产业结构也起于第三类地区，例如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代表

的地区。

图 １　跨越式的地区增长模式

这样的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特征，固然是一些体制因素特别是

政府不恰当干预地方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是也说明，“蛙跳式”区域增长本

身反映了一个变种的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说它是一种产业升级和增长

方式转变，是因为这种区域跨越式发展，的确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

高；说它是一种变种，是因为这种转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比较优势动态变

化相关，却并不必然准确地反映区域的资源禀赋结构特征。换句话说，由于

劳动力大规模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流动，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中发生的潮涌现

象，导致这里所观察到的产业结构跨越式升级特点和格局异常扑朔迷离，显

示性比较优势似乎与资源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

三　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经验检验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或 ＴＦＰ）包含了配置效率和技
术效率等重要内容 （Ｌａｕ和 Ｙ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１９７１；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９），因而它常常被

用做观察一个国家 （地区或产业）增长绩效的重要指标。根据理论预期，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地区之间相互竞争所形成的经济追赶，使得经济相

对落后的地区通过技术转移、扩散等获得的创新动力，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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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相反，经济领先地区由于过去投资形成的产业结构，因调整成本问题

约束或受创造性毁灭的打击，有可能暂时性或永久性地被锁定在某个技术水

平上，地区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地区之间增长速度差异和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

的贡献率。

按照索洛增长分解方法 （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增长来源可分解为要素禀赋积

累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和劳动是经济活动中两个重要的生产要

素，要素禀赋的积累本身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边际报

酬递减规律作用下，要素积累并不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在索

洛增长方程中，扣除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贡献之后，有一个残余部分，这

个部分通常被称做 “索洛残余”，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部分，它被认为是推

动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把经济活动看做借助要素投入形成产出的一个生产过程，那么，我

们可以利用生产函数来描述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即 Ｙ＝Ｆ（Ａ，Ｋ，

Ｌ，Ｉ），其中 Ｙ代表产出，Ａ代表技术水平，Ｋ代表资本存量，Ｌ代表劳动投

入，Ｉ代表中间投入。由于中间投入是工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往往也

体现了资本品附着的技术进步内容，因而，也可以看成是生产要素的一个组

成部分。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产出增长率可以分解为资本、劳动及中间

投入的要素积累变化和技术进步两个部分。采用柯布—道格拉斯 （ＣＤ）生

产函数形式，则产出增长的源泉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ｇＹ ＝ｇ＋α
ｇｋ＋β

ｇＬ＋γ
ｇＩ

其中，ｇＹ为产出增长率，ｇＫ，ｇＬ，ｇＩ分别为资本、劳动力和中间投入

的增长率，ｇ为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长率。α，β，λ分别为资本、劳动和

中间投入的产出弹性。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条件下，ｇ就是全要素生产

率。这样，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ｇ＝ｇＹ －α
ｇＫ －β

ｇＬ－γ
ｇＩ

本文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制造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全部规模以上非国

有企业数据，计算并比较各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数据覆盖了 ３１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企业数据。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１年约有 １５万家企业、

２００２年１６万家、２００３年１８万家、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５年有 ２５万家、２００６年接

近２８万家、２００７年超过３１万家。

为了考察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本文把中国 ３１个省 （市、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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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分为六个区域：华南沿海地区 （包括广东、福建、海南），华东沿海

地区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华北沿海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东北地区 （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中部地区 （包括山西、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 （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本文通过估计企业的生产函数得到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的弹性系数，

然后逐年计算 ＴＦＰ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在估计生产函数时，本文选择工业

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变量，就业人数代表劳动变

量，投入的中间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变量。其中工业总产值用产出价格指数进

行平减得到不变价的工业总产值数据，用于年份间比较。固定资产净值等于

固定资产原值减去折旧再加上当年新增的固定资产数量。本文以 ２０００年末

的固定资产净值为起点，对每年新增固定资产净值用当年的固定资产物价指

数平减，然后计算得到当年的资本存量。就业人数为企业的年末职工就业数

量。中间投入则用原材料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本文采用的产业对资本和劳动的对数回归方程如下：

ＩｎＹｊｉ ＝ａｊ－αｊｌｎＫｉｊ＋βｊｌｎＩｊｉ＋γｊｌｎＩｊｉ＋μｔＤｔ＋μｎＮｎ ＋μｍＭｍ ＋ｅｊ

其中，ｊ＝１，２，…，６，代表六类地区，ｉ代表各类地区中单个企业，

Ｄ，Ｎ，Ｍ分别代表年份虚拟变量、省份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μ为虚

拟变量系数，ｔ，ｎ，ｍ分别代表年份、省份和行业的数量，ｅ为扰动项。ａｊ，

αｊ，βｊ，γｊ，μｔ，μｎ，μｍ，为需要估计的参数。利用工业企业数据，本文分

地区对上述方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１。

表 １　工业总产值对数的回归结果

资本的对数 劳动的对数 中间投入的对数 截距项 观察值 拟合优度

华南沿海 ００３　 （６８６２） ００９１（１２５１） ０８６７（１４２９１７） ０７６４ （１０１３３） ２７４１０９ ０９５

华东沿海 ００２３（９３８５） ００６１（１５２２） ０９０９（２６４４２３） ０６８ （２１３１３） ５７７９４８ ０９７

华北沿海 ００３３（４８３５） ００８５（８０８４） ０８４７（１１６１８０） １０１３ （１４８０４） ２７１７３２ ０９２

东北地区 ００１８（２０１７） ００５７（３９９７） ０８９４ （８０４９２） ０８６１ （８８２２） ９６９１４ ０９４

中部地区 ００３９（４７３９） ０１ （８０８２） ０８１２ （９０４５６） １１３２ （１３６０９） ２１５７１３ ０９０

西部地区 ００１２（１６２８） ００６１（５０１６） ０９１０（１０４３９６） ０７５６ （７１８７） １５７６４５ ０９５

　　注：（１）为了简洁起见，表中没有报告年份、行业和省份等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２）括号内
为统计显著值，代表１％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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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资本和劳动变量的统计值都达到了 １％的显著水平，

而且回归系数的方向符合理论预期。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的弹性系数在地

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其中，资本的弹性系数值在 ００１２～００３９之间，劳动

的弹性系数值在００５７～０１之间，中间投入的弹性系数值在０８１２～０９１０之

间。六类地区的资本、劳动、中间投入的弹性系数之和处在 ０９５１～０９９３之

间，都接近１，表明产出方程存在着规模报酬不变。六类地区回归方程的拟合

优度处在０９０～０９７之间，说明回归结果对产出有非常好的解释能力。

利用上述回归系数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六类地区的要素增长率、全要素

生产率的增长率和贡献率 （见表 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三类沿海地区的产出

增长率高于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区，但沿海地区内部差别不大，年平均增长率

都在２２％以上。中部地区的产出增长速度接近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

地区产出增长速度稍慢，分别为 １９７４％和 ２１３８％。要素积累在地区之间

有显著差异。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的增长率在沿海地区都显著高过东北地

区和中西部地区。资本增长率在华东沿海地区最快，其次是华北沿海地区，

再次华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资本增长率最慢。相比之下，劳动增长率在华

南沿海地区最快，其次是华东沿海地区，再次是华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劳

动增长率甚至为负。六类地区劳动投入增长率变化与现实中的观察非常吻

合，也就是说，沿海地区通过高速增长在工业部门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贡献率

产出（总产值） 资本 劳动 中间投入 ＴＦＰ

平均增长率（％）

华南沿海 ２２５１ １４０７ １２８７ １８８１ ４６０

华东沿海 ２３８４ １８１７ １１５９ ２０１７ ４３８

华北沿海 ２４２８ １４７７ ５２６ ２０９５ ５６０

东北地区 １９７４ ８０８ －００５ １５８２ ５４６

中部地区 ２２９８ １２３２ ２００ １９８６ ６１７

西部地区 ２１３８ １０３４ １０５ １８７６ ４１３

平均贡献率（％）

华南沿海 １０００ １８８ ５２１ ７２４７ ２０４５

华东沿海 １０００ １７５ ２９６ ７６９１ １８３７

华北沿海 １０００ ２０１ １８４ ７３０９ ２３０６

东北地区 １０００ ０７４ －００２ ７１６３ ２７６５

中部地区 １０００ ２０９ ０８７ ７０２０ ２６８４

西部地区 １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３０ ７９８２ １９３０

　　
１８１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延续



中间投入的增长率在华北地区最快，其次是华东地区，东北地区的中间投入

增长最慢。

有意思的是，华南沿海和华东沿海的 ＴＦＰ增长率与西部地区接近，都

低于华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 ＴＦＰ增长率最高，

为６１７％；西部地区的 ＴＦＰ增长率最低，为 ４１３％。ＴＦＰ增长率最大值与

最小值之间相差２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较高的 ＴＦＰ增长率，表

明这些地区的产业升级趋势，有其实现了更快的技术进步和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这也验证了前面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特点以

及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结构脱离的现象。相反，在依赖出口需求拉动下，沿

海地区获得了较快的产出增长，但它们的 ＴＦＰ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意味着

沿海地区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效果，是滞后

于动态比较优势变化要求的。

上述结果也表明，除了中间投入的贡献以外 （在六类地区大约在 ７０％ ～

８０％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中国工业增长的重要源泉。在中国工业高

速增长中，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约处在 １８％ ～２８％之间。东北

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作用明显高于沿海地区。其中，东北

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作用最大，达到 ２７７％；其次是中部地区，达到

２６８％；华东沿海地区的贡献作用最小，为 １８４％。相对而言，资本投入

的贡献作用在 ０５８％ ～２１％之间，劳动投入的贡献作用在 －００２％ ～

５２％之间。不过，我们使用微观数据进行的这种分区域分析，在 ＴＦＰ中没

有反映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所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和劳

动时间强度变化的积累效应。在解析上述结果时，应该时时考虑这些因素。

四　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机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之一，就是把目前存在的区域增长格局转到更

加符合地区资源禀赋从而更具比较优势的轨道上面。归根结底，由于中国广

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丝毫不小于

国家之间的差异，因此，雁阵模式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各个地区之间产业转移

的路径。而应对经济危机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恰好提供了一个实现这一目标

的机遇。不过，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毕竟有许多根

本性的不同，因此，应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预测国内产业转移和承接时，需

要把握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的一些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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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但是，根据生产

要素的流动性特点，每种要素相对价格的地区差异又不尽相同。从具体的生

产要素价格比较来看，由于土地缺乏流动性，在产业大规模在东部沿海地区

集中的情况下，土地价格在这些地区不可避免地日益升高，而在中西部地区

则相对低廉。不过，劳动力要素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流动性毕竟要大大高于在

国家之间的流动，虽然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仍然存在，由于农村劳动力从中

西部向东部地区的大规模转移，劳动力成本差异已经显著缩小了 （Ｃａｉ，Ｄｕ

和 Ｚｈａｏ，２００７）。

这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地区差异性，作为影响各地招商引资和产业发

展成绩的因素，形成了目前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的地区分布特征，即与经济

发达程度相一致，从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的递减格局 （Ｃａｉ，

２００９）。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这种产业和外向型程度的分布，已经反映了改

革开放中生产要素区域间流动和重组的结果。例如，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

济活动中，就包括了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劳动力。但是，在生产要素的流

动能力和流动政策存在差异的条件下，迄今为止制造业发展或者说有竞争力

的资源配置，仍然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

更重要的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要具备逐渐改善的投资环境，以及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一直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的竞争力都是依赖低廉的劳

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而随着制造业工资的快速增长，许多人开始把注意力

转向劳动力似乎更加便宜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如 Ａｌｉｘ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２００９）。工资

水平的上升是否真的会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业的比较优势削弱从而影

响我国的竞争能力？无论是断言还是担忧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生产主

体的制造业，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丧失比较优势从而丧失国际竞争

力的论点，都有失观察问题方法上的不足。因为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

优势的因素，不仅在于劳动力成本，还在于劳动生产率。把两者结合起来

则形成一个 “单位劳动成本”的指标，即相对工资与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

（Ａｒｋ，２００８）。该指标的值越小，意味着可以用较低的实际劳动成本生产相

同的产品。

除了需要观察劳动报酬的情况以外，准确地计算劳动生产率也成为度量

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重要方面。度量劳动生产率的指标通常有两个，一个是平

均劳动生产率 （ＡＰＬ），它是每单位劳动力创造出的产出 （即总产出除以劳

动力数量）；另一个是边际劳动生产率 （ＭＰＬ），它是最后一个单位劳动力

创造出的边际产出。两种指标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作为劳动报酬水平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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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系，采用边际劳动生产率 （ＭＰＬ）更为适合，因为从理论上讲，在完全

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所支付的报酬应该取决于厂商雇用的最后一

个工人所增加的产量即劳动的边际产品。所以在比较劳动力成本时采用劳动

力报酬水平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对照更为准确。然而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测

度相对复杂，它需要通过大样本的微观数据来得到企业的生产函数，再由

估计出来的生产函数得到边际劳动生产率。所以许多研究都采用了平均劳

动生产率这一指标，为了便于与其他的相关研究作出比较和对照，我们将

同时计算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生产率两个指标，作为劳动力贡献的

度量。

这里我们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对职工支付的

工资、福利和保险之和作为劳动力报酬的度量，采用劳动生产率 （边际、

平均）作为劳动力贡献的度量，比较两者的关系，并据此得到单位劳动力

成本优势。我们通过估计出的全国以及六类地区的制造业生产函数，用以下

的公式可以得到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生产率。

ＭＰＬ＝αＹ
αＬ
＝β×Ｙ

Ｌ

ＡＰＬ＝ Ｙ
Ｌ

ＭＰＬ为边际劳动生产率，ＡＰＬ为平均劳动生产率。表 ３显示了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劳动报酬和两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进入新世纪

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升，平均劳动生产率由 ２０００年

的 １６３万元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４５４万元，边际劳动生产率则由１２万元上

升到 ３４万元，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近 １８倍。由于平均劳动生产率也包含

了其他生产要素 （资本、中间投入等）对于产出的贡献，因此，平均劳动

生产率的水平要高于边际劳动生产率。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

移，平均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逐渐扩大。这意味着，随

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资本等其他要素在制造业部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

从表３中可以看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以相同的步伐变化，

劳动报酬在 ８年间增长 ９２％左右，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报酬

虽然经历着逐年的快速增长，但几乎每一年都没有快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

进一步，通过比较劳动力报酬和劳动生产率，我们得到单位劳动成本这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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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制造业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

年　　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绝对水平（千元／人）

劳动报酬 １１４８ １２２５ １３０９ １４０８ １５３５ １６９６ ２０７４ ２２０２ —

边际劳动生产率 １２３１ １４４４ １６６５ １９９３ ２２２９ ２５０９ ２８９１ ３４３ —

平均劳动生产率 １６３０７１９１３５２２０６３２６４０６２９５３３３３２４４３８３０１４５４５２ —

增长率（％）

劳动报酬 ６７１ ６８６ ７５６ ９０２ １０４９ ２２２９ ６１９ ９１８４

边际劳动生产率 １７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９７０ １１８４ １２５６ １５２３ １８６４ １７８７３

平均劳动生产率 １７３４ １５３０ １９６８ １１８４ １２５７ １５２１ １８６７

单位劳动力成本

劳动报酬／边际生产率 ０９３３ ０８４８ ０７８６ ０７０７ ０６８９ ０６７６ ０７１８ ０６４２ —

劳动报酬／平均生产率 ００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８ —

　　注：劳动报酬为企业支付的工资、福利和保险三项之和除以企业职工总数。

标。制造业劳动报酬的大幅度提升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更快速提高而同时

发生的，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情况是，在两者都经历逐年快速增长的过程

中，其比值也在经历着逐年的下降，即无论以边际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平均劳

动生产率计算的单位劳动成本，在此期间都持续逐年下降。从这个角度讲，

由于劳动报酬占劳动生产率比例的降低，虽然劳动报酬的绝对值快速提高

了，但是作为反映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 （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比较）

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在把握全国总体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情况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考虑到由

于各地区各自的资源情况、制度环境以及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劳动力报

酬和劳动生产率有较大差别。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考虑如果将更多的企

业转移到劳动力报酬相对低而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实

现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接续。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企业数据按前面划分的地

区分类，分别估算华南沿海、华东沿海、华北沿海、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六类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和劳动报酬水平。由估计和计算结果上

看 （表４），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在不同区域的分布确有差异，并且二者

的表现也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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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分地区劳动报酬和边际劳动生产率

年　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劳动报酬（千元／人）

华南沿海 １３２０ １３３２ １４６９ １４８９ １５７１ １７４６ ２１２７ ２５６９

华东沿海 １３９３ １４１２ １５２５ １６２０ １６４９ １８４１ ２０２７ ２２０８

华北沿海 １１１４ １０９９ １１８９ １２７７ １５１９ １６６５ １８１６ ２００１

东北地区 １０８０ １１８６ １３３８ １４５２ １６６６ １６９７ １９８０ ２３４９

中部地区 ８６１ １１３９ １０４１ １１４８ １３５２ １４１８ １５８７ １８８７

西部地区 １０８７ １１０８ １２３９ １３８１ １５８１ １６６４ １９３７ ２０９３

边际劳动生产率（千元／人）

华南沿海 １８２１ ２０５８ ２２３１ ２４７２ ２４９３ ２４８５ ２７７９ ３２５１

华东沿海 １３６６ １５２ １７２８ ２００９ １９１４ ２３５６ ２６３６ ３０４１

华北沿海 １４６ １６６３ １９６５ ２４３５ ２９６４ ３３７３ ３９１３ ４７０２

东北地区 ８２ １０３５ １２１５ １５４２ １８２５ ２１０８ ２４５ ２９４１

中部地区 １１０８ １３１２ １５４４ １８９５ ２４４ ２７３４ ３３１４ ４１９３

西部地区 ６７２ ８２６ ９７１ １１５７ １４６４ １６８９ ２０６３ ２４５９

单位劳动力成本

华南沿海 ０７２ ０６５ ０６６ ０６０ ０６３ ０７０ ０７７ ０７９

华东沿海 １０２ ０９３ ０８８ ０８１ ０８６ ０７８ ０７７ ０７３

华北沿海 ０７６ ０６６ ０６１ ０５２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４６ ０４３

东北地区 １３２ １１５ １１０ ０９４ ０９１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０

中部地区 ０７８ ０８７ ０６７ ０６１ ０５５ ０５２ ０４８ ０４５

西部地区 １６２ １３４ １２８ １１９ １０８ ０９９ ０９４ ０８５

　　注：劳动报酬为企业支付的工资、福利和保险三项之和除以企业职工总数；单位劳动力成本为
劳动报酬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比值。

从上述结果，我们看到各个区域在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有着

不同的表现。例如，就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华南沿海地区的劳动报酬最

高，但是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而且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华南沿海地

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慢于劳动报酬的增长，所以单位劳动力成本就开始逐

年提高，到２００７年达到０７９，故而华南沿海地区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已经开

始丧失比较优势。相对来讲，我们看到通常所认为的落后地区，如中部地

区，其生产率水平并不低，而它的劳动报酬水平是最低的，因而在劳动力成

本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同时，我们发现，虽然目前西部地区的劳动生

产率水平还偏低，但是从趋势上看，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是最

快的，其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趋势也是最快的，所以西部地区很有潜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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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一方面，这恰好验证了前述产业格局的区

域特征，即劳动力跨地域流动改变了东、中、西部地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以及 “蛙跳式”产业升级的现象；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中部地区已经具

备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西部地区所潜在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从而体现了中

西部地区承接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

五　结论

本文阐述了一种关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特殊现象———区域跨越式

产业演变，并利用分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经验证明。虽然在沿海

地区之外的新兴地区已经显示出较高产业结构的端倪，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

改变中西部地区将逐渐取得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较优势的预期。从这种经

验出发，把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理论与雁阵理论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面对

危机的选择，即把雁阵理论应用在一个国家内部，打破了传统理论假说和实

践格局，作出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必然向邻国转移的判断。与此同

时，也回答了中国是否能够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从而中

国能否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疑问。

本文分析的特点在于正确地观察中国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地区差异性，即

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了要素禀赋结构巨大变化的同时，其他地区可能仍然具

有传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雁阵式产业转移完全可以发生在中国地

区之间。如果把中国仅仅看做一个匀质的经济体，对于中国在东亚的崛起打

断了雁阵式的传统产业国际转移链条这个事实，就会颇感费解。例如，日本

经济、贸易与产业部的一份报告就疑惑地指出，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

国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获得了比较优势，而且在信息技术等技术密集型

产业上也颇具竞争力 （Ａｈｅａｒｎｅ等，２００６）。一方面，这个现象表明目前中国

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政府投资驱动性质，与西部发展战

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有关；另一方面，

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国内转移模式的可行性。

对于先行发展地区来说，适应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动态比较优势变

化，实现产业结构向更加技术密集型升级，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而对

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是产业结构的升

级，同样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通过这样的调整，东部地区吸纳劳动力

的规模将相对稳定下来，与此同时，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地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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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回归其劳动力仍然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

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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